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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麦进口贸易波动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 1995—2020 年贸易数据的分析 

刘婧怡，曹芳芳，李先德* 

（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 要：基于 1995—2020 年贸易数据，利用 HP 滤波法、CMS 模型分析了中国大麦进口贸易波动特征及影响因

素，结果表明：中国大麦进口贸易波动方向发生了 4 次转换，由此划分出 5 个贸易阶段，且波动方向转换的频

率持续加快，波动幅度持续扩大；中国大麦进口长期趋势值的快速增长及实际进口量的上下起伏是引起贸易波

动的重要缘由；世界大麦出口规模的扩张难以有效填补中国大麦需求的快速增长，反而由于出口规模的不稳定

引发了贸易波动；中国未能及时根据国内外市场供需情况调整进口来源，未能充分利用新兴大麦出口市场抑制

贸易波动；中国具有较好的进口引力基础，但受到贸易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进口引力的作用效果未能与国

内市场供需变化相匹配，进而经常引起贸易波动。因此，中国应适时调整进口市场结构，注重新兴市场的培育

与运用；进一步发挥进口引力优势，联动国内外两个市场，更好满足国内大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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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ctuation featur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barley import trade: 

Analysis based on the trade data from 1995 to 2020 

LIU Jingyi，CAO Fangfang，LI Xiande*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rade data from 1995 to 2020, the fluctu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barley 

import trade in China are analyzed by using HP filter method and CMS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a's barley 

import trade has changed its fluctuation direction four time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trade stages, and the 

frequency of fluctuation direction conversion continues to accelerate and the fluctuation range continues to expand.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long-term trend value of China's barley import and the fluctuation of the actual import volume are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trade fluctuation. The expansion of world barley export scale is difficult to compensate 

effectively the rapid growth of China's barley demand. On the contrary, the instability of export scale has triggered trade 

fluctuations. China failed to adjust its import sources timely according to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s, and failed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emerging barley export market to curb trade fluctuations. Although 

China has a good foundation of import attraction, but affected by external factors like trade policies, the effect of import 

attraction can not match the changes of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domestic market, which often give rise to trade 

fluctuations. Hence, China should timely adjust the import market structure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emerging markets, give full play to its advantages of import attraction and link the two markets at home 

and abroad to better meet the domestic demand for bar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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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为在有限资源禀赋条件下实现“谷物基本自

给，口粮基本安全”的战略目标，中国长期将有限

的资源投入到主粮等重要农产品的生产中，导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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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高粱等众多饲料粮生产存在结构性短缺的问

题，高度依赖国际农产品市场。UN Comtrade 统计

数据显示，中国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进口大麦以

来，一直处于净进口状态，且随着国内大麦产业逐

年萎缩，中国大麦进口依存度不断攀升，2020 年高

达 74.83%。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明确表示“保

障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是“三农”工作的头等

大事，要进一步利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充分发挥

国际市场对确保农产品供给安全的重要作用。因

此，从现实需求和政策导向来看，国际市场仍将是

满足国内大麦消费需求的重要支撑。然而，中国大

麦进口贸易的不稳定加剧了国内企业面临的潜在

风险，对国内大麦产业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

响。从进口量来看，近年相邻年份间的变动高达数

百万吨，从 2015 年的 1073.05 万吨下降到 2016 年

的 500.48 万吨,之后呈现出“W”型的变化趋势，

到 2020 年，大麦进口量又攀升至 855.57 万①。在此

背景下，探究中国大麦进口贸易波动特征及影响因

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农产品贸易波动的研究较为丰富，主要

涉及玉米等粮食作物、大豆等经济作物，以及蔬菜

瓜果等众多农作物[1-3]。相关研究对引发农产品贸易

波动的成因进行了重点分析。引起贸易波动的因素

错综复杂，可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际

市场规模的周期性波动，如全球经济衰退、繁荣的

更替，致使世界需求周期性缩减和扩展，直接导致

了贸易的波动[4]；二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变

化，如物价水平、宏观经济政策、农业发展等因素

的变化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期对中国大麦进口贸易

产生了不同影响[5]；三是国际贸易大环境或双边关

系的变化，贸易政策的调整，贸易关税或是技术门

槛、绿色门槛等政策壁垒的调整，以及区域合作协

议的签订、贸易边境效应的发挥均会在一定程度上

引起贸易波动[6-9]。四是作物产量的不规律变动，农

业生产时常遭受气候灾害等不可预期的外部冲击

而导致减产，有时又因气候适宜而获得丰收，这种

不规律的变动是引起贸易波动的重要原因[10,11]。五

是汇率波动的传导，汇率波动对一国国际贸易具有

负面的传导效应，将引起货物相对价格的变化，对

当前贸易格局造成冲击，引发贸易波动[12,13]，部分

研究认为，汇率的频繁变动是引起某个国家对外贸

易波动的主要原因[14]。 

综合来看，上述文献在研究思路及方法上对本

研究均有一定启示，但关于大麦贸易波动的研究还

较少，且对贸易波动的测算及成因分析还存在局

限。一是多将贸易波动定义为相邻两年进口量之

差，然而照此测算的贸易波动缺乏经济学含义，不

仅易受短期偶然因素的影响，而且可能错误地解释

循环波动的水平和方向[15]。二是当前文献主要聚焦

贸易供给端，通过分析实际进口量的变动成因来解

释贸易波动，忽视了贸易需求端即潜在进口量变化

的影响。基于此，笔者拟将贸易波动定义为实际进

口量对长期趋势的偏离程度，突出大麦进口贸易供

需情况的变化。首先运用 HP 滤波法对中国大麦进

口贸易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解，求解长期趋势值，

分析实际进口量与长期趋势值的变动情况，测度贸

易波动值；然后，分别凭借 CMS 模型和国内大麦

供需变动情况，从大麦贸易供需两个层面系统分析

大麦进口贸易波动的影响因素，以期丰富中国大麦

进口贸易现有研究，为更好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

保障大麦充足、平稳供给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 

二、贸易波动影响因素分析框架 

实际进口量对长期趋势值的偏离是形成贸易

波动的直接原因。由于引起实际进口量与长期趋势

值变动的因素各不相同，因此二者变动时常难以一

致，最终表现为频繁的贸易波动。 

长期趋势值是根据进口量变动特征推算出的

预期值，其变化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息息相关，

是进口需求变化的直接反映。如国内经济规模的扩

大、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带动国内消费需求增长，

且增速明显快于国内供给增长时，长期趋势值便会

相应增长。通常情况下，价格信号会引导实际进口

量相应增长，但若这种变化未能在国际市场得到及

时的充分响应，便会因实际进口量的不足而产生贸

易波动。 

实际进口量主要由国际市场规模、进口市场结

构，以及进口引力三方面因素共同决定，是贸易供

给端情况的反映[15]。首先，一定规模的国际市场是

实现充足进口量的前提条件，是平抑贸易波动的重

要保障。但由于农业生产遭受气候灾害等不可预期

的外部因素影响，国际市场规模时常呈现出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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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缩的起伏波动[16]，进而又常造成实际进口量的不

足，引起贸易波动。其次，进口市场结构是影响实

际进口量的重要方面，合理的进口市场结构不仅有

效分散极端气候等外部冲击的不利影响，还能促进

实际进口量的增长，当一国未能及时根据国内外市

场供需情况的变化调整进口来源时，尤其是在国内

消费需求快速增长时，若不能及时增加进口来源，

充分利用新兴出口市场，便可能导致实际进口量对

长期趋势值的偏离，进而产生贸易波动[17]。第三，

进口引力反映主要进口国间的竞争力大小，是一国

进口能力的体现，直接决定一国实际进口量。其变

化在根本上取决于国内市场供需情况的变化[18]，是

推动实际进口量向潜在进口量趋近的重要动力。但

在实际贸易过程中，进口引力直接受到主要贸易国

间的进口价差、贸易政策等外部因素影响，其效应

时常难以得到完全发挥，由此可能引起实际进口量

的不足或过量，从而引起贸易波动。因此，本研究

构造如下分析框架（图 1），从实际进口量与长期

趋势值变动两个层面对中国大麦进口贸易波动影

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 

国际市场规模国际市场规模

进口市场结构进口市场结构

进口引力进口引力

实际进口量

（贸易供给端）

实际进口量

（贸易供给端）
贸易波动贸易波动

长期趋势值

（贸易需求端）

长期趋势值

（贸易需求端）

国内供给国内供给

国内需求国内需求

 

图 1 中国大麦进口贸易波动分析框架 
 

三、模型与数据选择 

1.模型选择 

根据本研究对波动的定义，参照相关文献[15]，

以大麦实际进口量与长期趋势之差来表示大麦进

口量的波动情况。表达式如下： 

- t

t t tW Q Q=                   (1) 

式（1）中,
tW 为大麦进口贸易波动值，当该值

大于 0 时，存在正向波动，表示 t 期大麦实际进口

量大于长期趋势值，由于长期趋势值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市场均衡状态下的潜在水平，表明此时存在

过量进口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压低国内大麦

市场价格，对大麦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当该值小于

0 时，存在负向波动，表示 t 期大麦实际进口量小

于潜在进口量，此时国内大麦市场将面临供给不足

的风险。 

波动值随实际进口量和长期趋势值的变化而

变化。表达式如下： 

t

t tW Q Q =  −               (2) 

式(2)中， W 为两期波动值之差，用以反映大

麦进口贸易波动的变化情况。
tQ 、 t

tQ 分别为实

际进口量与长期趋势值的变化量。 

（1）HP 滤波法。本研究选择 HP 滤波法求解

长期趋势值，以测算贸易波动。Hodrick Prescott 首

次提出 HP 滤波法，测度了美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此后，该方法在经济周期相关研究中得到广泛应

用。该方法将波动的时间序列分解为趋势项和随机

扰动项，进而能够反映出某一经济时间序列对其长

期趋势的偏离幅度，恰好满足测度中国大麦进口贸

易波动值的需要。常规表达式如下： 

t c

t t tQ = Q +Q              (3) 

式(3)中，
tQ 为 t 期中国大麦进口量， t

tQ 为趋

势项， c

tQ 为波动项。趋势项的求解公式如下： 

2 2 2

1 1

1 1

min ( ) ( ) ( )
n n

t t t

t t t t t t

t t

Q Q Q Q Q Q + −

= =

 
 − + − − −  

 
   (4) 

式(4)中,λ为平滑参数，当 λ取值为 0 时，时间

序列不存在波动项。一般而言，λ 取值主要与时间

序列类型相关，分析年度数据、季度数据、月度数

据时，分别赋值为 100、1600、14400[19]。 

（2）恒定市场份额模型(CMS)。运用 CMS 模

型对实际进口量的变化情况（
tQ ）进行分析，进

一步探究引起中国大麦进口贸易波动的原因。该模

型最初由 Tyszynski 提出，其认为一国产品在国际

市场中的份额变化一定是由竞争力变化所导致，并

且将市场需求和市场结构因素从竞争力因素中分

解出来，作为独立的变量予以量化和比较，进而能

够较为全面地揭示贸易波动的原因[19]。之后多位学

者根据研究需要，对该模型进行了相应调整[20,21]。

随着 CMS 模型运用的不断深化，大量学者不仅运

用该模型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额、贸易量的波动

成因进行了分解，还将研究对象延展至中国农产品

进口贸易国际竞争力分析领域[22,23]。相关计算公式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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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1

( )
m n

t t t ijt ijt

i j

Q Q Q Q Q −

= =

 = − = −  

-1 -1 1 -1 1

1 1 1 1 1

( ) ( ) ( )
m m n m n

t i it ij i ijt ijt ijt ij ijt

i i j i j

rQ r r Q r r Q Q Q r Q− −

= = = = =

= + − + − + − −  

    
t-1 it-1 1 1 1

1 1 1 1 1

( ) ( ) ( )
m m n m n

i ij i ijt ijt ijt ij ijt

i i j i j

rQ r r Q r r Q Q Q r Q− − −

= = = = =

= + − + − + − −            (5) 

式(5)中，i 代表进口的不同商品类别，m 代表

进口商品的类别总数；j 代表进口的来源国家，n 代

表进口来源国家的总数。
ijtQ 为 t 期间研究对象从 j

国进口 i 商品的数量， r 为两个时段全球所有商品

的出口增长率， ir 为两个时段 i 商品的全球出口增

长率，
jr 为两个时段 j 国出口全部商品的增长率，

ijr

为两个时段 j 国出口 i 商品的的增长率。 

由于仅对中国大麦进口情况进行分析，只涉及

单一产品，此时有： ir r= ，
-1

1

( ) 0
m

i it

i

r r Q
=

− = ，

进而式（5）可转化为如下方程： 

-1 -1 1 1

1 1

( ) ( )
n n

t t j jt jt jt j jt

j j

Q rQ r r Q Q Q r Q− −

= =

 = + − + − − 
 

t t-1 jt-1 1 1

1 1

( ) ( )
n n

j jt jt j jt

j j

Q rQ r r Q Q Q r Q− −

= =

 = + − + − − 
     

  (6) 

式(6)中， -1tQ 为 t-1 期中国大麦实际进口量，

-1jtQ 为 t-1 期中国从 j 国实际进口大麦量，
jr 为两

个时段 j 国出口大麦增长率， r 为两个时段全球大

麦出口增长率。就式（6）不同构成部分而言：第

一项为市场规模效应，用以表示全球大麦出口增长

所引起的中国大麦进口量的变化，若全球大麦出口

量增加，则该项为正。第二项为结构效应，用以表

示世界大麦出口结构变化所引起的中国大麦进口

量的变化，若中国大麦进口主要来源于大麦出口快

速增长的市场，则该项为正。第三项为进口引力效

应，用以表示从 j 国实际进口量与理论进口量之差，

若实际进口大于理论进口则为正数；进口引力效应

主要反映一般均衡问题，既涉及价格等市场因素，

也涉及外部冲击等非市场因素[18]。 

2．数据选择及统计描述 

（1）数据说明。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UN 

Comtrade 数据库中 1992 年编码的 HS1003。基于数

据可获得性，本研究仅对 1995—2020 年中国大麦

进口贸易波动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2）中国大麦主要进口来源国选择。中国大

麦进口来源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表 1），根据

进口来源地的变化趋势，具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1995—1999 年，中国大麦进口来源主

要集中在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美国和英国。

第二阶段为 2000—2009 年，中国从美国、英国进

口大麦数量锐减，而从澳大利亚、法国和加拿大三

国进口的大麦则进一步增加。这一时期中国从上述

三国进口大麦的平均数量占到中国大麦总进口量

的 95%以上。第三阶段为 2010—2020 年，2010 年

以后阿根廷、丹麦和乌克兰对中国出口大麦数量不

断增加，日益成为中国大麦的重要进口来源。因此，

选取 1995—2020 年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美

国、英国、阿根廷、丹麦和乌克兰这 8 个国家大麦

出口总量及对中国贸易量，利用 CMS 模型对中国

大麦进口贸易波动进行分析。 

表 1 中国大麦进口来源及数量 

年份  澳大利亚 法国 加拿大 阿根廷 英国 美国 丹麦 乌克兰 

1995 
进口量/万吨 13.86 41.17 45.71 0.00 2.72 7.76 0.00 0.00 

比例/% 10.88 32.32 35.88 0.00 2.14 6.09 0.00 0.00 

2000 
进口量/万吨 96.86 51.62 38.11 0.00 1.59 0.03 9.19 0.00 

比例/% 49.07 26.15 19.31 0.00 0.81 0.02 4.66 0.00 

2005 
进口量/万吨 115.99 29.68 70.48 0.00 0.00 0.00 0.00 0.00 

比例/% 53.23 13.62 32.34 0.00 0.00 0.00 0.00 0.00 

2010 
进口量万吨 136.18 50.22 48.45 0.00 0.00 0.00 0.00 0.00 

比例/% 57.53 21.22 20.47 0.00 0.00 0.00 0.00 0.00 

2015 
进口量/万吨 436.19 442.35 104.21 4.49 0.00 0.00 3.78 81.99 

比例/% 40.64 41.22 9.71 0.42 0.00 0.00 0.35 7.64 

2020 
进口量/万吨 146.77 200.06 206.77 42.72 0.00 0.05 1.78 257.58 

比例/% 18.17 24.76 25.59 5.29 0.00 0.00 0.22 31.38 

注：由于表格中数据只保留两位小数，2020 年中国自美国大麦进口比例为“0”。 
 

（3）世界主要大麦出口国贸易数据统计描述。 在确定中国大麦进口来源的同时，对全球及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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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麦出口情况进行梳理（表 2）。全球大麦出

口量总体上升，除个别年份增长率较高之外，基本

呈现缓慢上升态势，但 2018、2019 两年大麦出口

量持续下降。就不同国家而言，美国大麦出口自

2010 年之后持续下降，其他国家大麦出口则总体呈

现上升态势。因受气候灾害、市场需求变动的影响，

中国大麦进口结构逐步调整，近年来澳大利亚大麦

出口大幅下降。与此不同的是，虽然中国自 2000

年之后基本不再从英国进口大麦，但英国大麦出口

量仍持续增加，这表明英国大麦出口受中国的影响

较小，而澳大利亚大麦出口受到中国市场的影响较

大。值得注意的是，丹麦、乌克兰两国大麦出口量

随全球出口量的下降而下降，但中国从上述两国间

的进口却不降反升，这表明中国与上述两国大麦出

口贸易间具有较强的引力效应，同时意味着存在进

一步扩大进口规模的潜力。 

表 2 主要国家大麦出口平均变动率                % 

年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法国 阿根廷 英国 美国 丹麦 乌克兰 全球 

1996—2000 5.09 -11.24 12.03 100.36 -0.96 0.14 7.60 -5.78 -1.33 

2001—2005 19.86 3.54 7.85 15.40 5.97 -2.60 -14.54 19.17 8.92 

2006—2010 -4.43 -2.73 8.47 9.37 20.53 -14.36 14.36 0.13 1.67 

2011—2015 3.94 6.11 18.97 -7.06 25.14 26.23 1.28 28.96 11.10 

2016—2020 -6.67 33.13 3.88 -7.70 -3.63 27.03 0.83 1.27 0.08 

 

四、实证研究及其结果分析 

1．中国大麦进口贸易长期波动特征 

运用HP滤波法对 1995—2020年中国大麦进口

贸易进行分解，结果显示（图 2），自 2013 年以来

中国大麦实际进口量对长期趋势值偏离方向的转

换频率持续加快，偏离幅度持续扩大。1995—2020

年中国大麦进口贸易波动方向发生了 4 次转换，由

此划分出 5 个贸易阶段：第一阶段为 1995—1998

年，该阶段实际进口量与趋势值基本保持一致，波

动幅度较小，平均波动值为-7.85 万吨；第二阶段为

1999—2006 年，该阶段实际进口量略高于趋势值，

平均波动值为 40.31 万吨；第三阶段为 2007—2013

年，该阶段波动方向较上一阶段发生了变化，实际

进口量从上一阶段的过量转变为不足，且波动幅度

进一步增大，平均波动值为-121.73 万吨；第四阶段

为 2014—2017 年，该阶段实际进口量快速增长，

远超过趋势值的增长，平均波动值为 184.85 万吨，

达到1995年以来的最大值；第五阶段为2018—2020

年，随着实际进口量的断崖式下滑，该阶段实际进

口量再次小于趋势值，且偏离程度较大，平均波动

值为-59.45 万吨。从以上五个阶段可以看出，中国

大麦进口贸易波动幅度有扩大趋势，对国内大麦的

稳定供给和相关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形成较大隐

患。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对中国大麦进口贸易波动

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 

 

 

图 2 中国大麦进口长期趋势值与实际进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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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影响因素分解 

通过分析实际进口量和长期趋势值的变化情

况，探究引起中国大麦进口贸易波动的缘由。总体

而言，在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和第四阶段，中国大

麦实际进口量的增长是引起正向波动的主要原因；

在第三阶段、第五阶段，趋势值的快速增长造成了

负向波动。第一阶段（1995—1998 年）波动值平均

变化量为 8.02 万吨，表明与该阶段起始年份相比，

实际进口量与趋势值的缺口逐步收窄，这主要归功

于进口引力效应和规模效应，其中进口引力效应是

引起上述变化的主要原因。第二阶段（1999—2006

年）波动值平均较第一阶段增加 48.16 万吨，表明

该阶段实际进口量增速快于趋势值增速，不仅完全

弥补了二者间的缺口，还超出 40.31 万吨。规模效

应、结构效应与进口引力效应均对此产生了正向影

响，其中进口引力效应仍是引起上述变化的主要原

因。第三阶段（2007—2013 年）波动值平均较上一

阶段减少 162.03 万吨，该阶段实际进口量再次小于

趋势值。结构效应、进口引力效应与潜在进口的增

长对此产生了正向影响，其中趋势值的增长是引起

贸易波动的主要原因。第四阶段（2004—2017 年）

波动值平均较上一阶段增加 306.58 万吨，进口引力

效应引起的实际进口量井喷式上涨是造成这一现

象的主要原因。第五阶段（2018—2020 年）波动值

平均较上一阶段减少 244.31 万吨，实际进口量小于

趋势值。规模效应与趋势值的增长对此存在正向影

响，即趋势值的快速增长与世界大麦出口规模的缩

减是引起上述波动的主要原因。 

表 3 中国大麦进口贸易波动分解结果               万吨 

时期 
实际进口变化量 CMS 模型分解 

趋势值变化量 波动值变化量 
规模效应 结构效应 进口引力效应 

第一阶段（1995—1998 年） 1.59 -1.82 8.84 0.59 8.02 

第二阶段（1999—2006 年） 15.93 6.37 39.20 13.34 48.16 

第三阶段（2007—2013 年） 33.57 -26.06 -28.63 140.92 -162.03 

第四阶段（2004—2017 年） 61.91 26.82 479.83 261.98 306.58 

第五阶段（2018—2020 年） -60.34 5.96 13.32 203.25 -244.31 

 

（1）趋势增长效应。大麦进口趋势值的快速

增长是造成中国大麦进口贸易负向波动的重要原

因，其对贸易波动的贡献率最高达到了 83.19%。趋

势值的增长主要与国内大麦供需息息相关。中国大

麦供给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且种植规模不断萎缩；

大麦消费需求主要包括食用需求、加工需求，以及

饲用消费需求这三个方面，表现出快速增长的阶段

性特征。在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中国大麦消费需求

增长较为缓慢，这一时期随着稻米、小麦等粮食作

物产量的增长，大麦食用消费需求快速下降，同期

饲用需求、加工需求有所增长，但受经济发展水平

限制，总体处于较低水平。自第三阶段起，社会经

济的快速发展和消费结构的转变，驱使肉类和啤酒

的消费量大幅度增加，由此带动大麦饲用消费和加

工消费需求快速增长，2020 年中国大麦饲用消费与

加工消费达到 563.16万吨，较 2007年增加了 203.21

万吨，增幅达到 36.08%。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国内玉

米价格不断升高以及生猪生产的持续恢复，大麦作

为仅次于玉米的优质饲料，其饲用消费需求将不断

增加。 

（2）规模效应。模型测算结果显示，全球大

麦出口规模的变动是影响中国大麦实际进口量变

动的重要方面。在前四个阶段，全球大麦出口规模

的扩大促使中国大麦进口累计增长了 113.01 万吨，

贡献率达到 18.30%。但在第五阶段，受澳大利亚、

美国、丹麦等国大麦出口量断崖式下跌的影响，国

际市场大麦供给出现大幅回落，由此导致中国大麦

实际进口量下降 60.34 万吨。 

从规模效应与趋势值变化量的相对大小来看，

在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规模效应带来的进口增长

大于趋势值的增长，此时全球大麦出口量的增加能

够有效平抑趋势值增长所带来的贸易波动。但随着

2007 年之后中国大麦进口趋势值的快速增长，这种

减缓贸易波动的作用效果持续减弱。尤其是

2010—2019 年中国大麦新增净进口量占全球总新

增净出口量的 82.9%，这表明中国大麦需求的快速

增长面临全球大麦供给增长趋缓的约束[24]。此外，

从规模效应自身变动情况来看，虽然全球大麦出口

规模呈现稳步扩张的态势，但受到气候、贸易政策

等外部因素影响，其在个别年份也存在较大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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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如受极端干旱、寒流等气候灾害影响，2018 年

全球大麦生产受到严重冲击，澳大利亚、俄罗斯、

乌克兰等国家产量分别下降了 31.35%、17.60%和

11.35%。而据测算，气象灾害可使一些区域损失达

到 40%或更多[25]。这种全球大麦出口规模的变动在

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实际进口量与趋势值的偏离，引

发了贸易波动。综上可知，随着中国大麦需求的快

速增长，以及全球极端气候的频发，规模效应不仅

难以有效抑制中国大麦进口贸易波动，甚至在个别

年份加剧了负向波动。 

（3）结构效应。模型测算结果显示，结构效

应引起的实际进口变化量数值相对较小，且在 5 个

阶段的作用效果不尽相同。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

段，结构效应导致中国大麦实际进口量分别减少了

1.82 万吨和 26.06 万吨；在第二阶段、第四阶段和

第五阶段分别使中国大麦实际进口增加了 6.37 万

吨、26.82 万吨和 5.96 万吨。 

总体而言，结构效应引起中国大麦实际进口量

的变动幅度相对较小，这表明中国大麦进口来源主

要集中在出口贸易增长较为缓慢的市场，从实际情

况来看，中国大麦进口来源长期集中在澳大利亚、

加拿大及法国等传统大麦出口国，这些国家的大麦

生产规模较为稳定，出口增长速度较为缓慢。比较

结构效应与趋势值变化量的相对大小可知，结构效

应带来的实际进口量增幅长期处于较低水平，难以

有效抑制因趋势值快速增长所导致的贸易波动。这

表明，中国未能充分利用阿根廷、乌克兰等快速增

长的大麦出口新兴市场，未能及时依据国内外大麦

市场的变化情况调整进口来源，结构效应对于减缓

贸易波动的效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4）进口引力效应。进口引力效应是引起实际

进口量变动的关键因素，1995—2020 年，进口引力

效应促使中国大麦进口累计增长了 512.57 万吨，贡

献率达到 90.32%。但由于进口引力效应受到主要贸

易国进口价差以及相关贸易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共同

影响，其对中国大麦实际进口量的作用效果在不同

阶段呈现出较大差异。模型测算结果显示，在第一

阶段、第二阶段和第四阶段进口引力效应促使中国

大麦实际进口量的增长大于趋势值的增长，由此引

发了剧烈的正向波动。在第三阶段、第五阶段，进

口引力效应未能发挥积极作用，致使实际进口量远

低于趋势值，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剧烈的负向波动。 

全球主要大麦进口国间的价差是影响进口引

力效应大小的关键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各国

大麦进口贸易的规模。从全球主要大麦进口国的大

麦进口价格来看（表 4），中国大麦进口价格始终

高于伊朗、意大利、荷兰和沙特等国，仅在第四阶

段、第五阶段略低于日本。这意味着中国在国际大

麦市场上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进口需求应当能够得

到优先满足。 

表 4 全球主要大麦进口国大麦进口价格               美元/吨 

时期 中国 伊朗 意大利 日本 荷兰 沙特 

第一阶段（1995—1998 年） 192.93 152.32 179.90 172.58 172.23 144.12 

第二阶段（1999—2006 年） 171.15 144.82 143.18 166.06 131.31 143.56 

第三阶段（2007—2013 年） 314.92 269.09 256.96 310.95 237.64 298.11 

第四阶段（2004—2017 年） 247.47 217.73 203.70 251.51 192.33 220.11 

第五阶段（2018—2020 年） 248.06 221.23 205.02 269.21 213.40 182.20 

 

但值得注意的是，进口引力效应的作用大小与

始终高企的中国大麦进口价格并不完全一致。在第

三阶段，进口引力效应受到抑制。全球大麦出口量

较第二阶段平均增加了 16.57%，而中国大麦进口量

却下降了 10.42%，由此进口引力效应表现为负数，

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国内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影响，

这一时期玉米供给远超过市场需求，过量玉米集中

涌入饲料市场，挤出了饲用大麦的消费需求，最终

阻碍了进口引力效应的发挥。在第四阶段，进口引

力效应作用效果得到放大。国际贸易政策作为进口

引力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在很多时候可以直接

决定或改变中国大麦进口贸易的规模大小和贸易

格局，影响进口引力效应的作用效果。2015 年 12

月正式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

府自由贸易协定》规定对澳大利亚进口大麦实施零

关税政策，当年中国大麦进口量达到了 1078.57 万

吨，同比增加近两倍，创历史新高。2017、2018 年

中国先后两次调低大麦进口增值税税率，进一步降

低了大麦的进口成本，促进了进口引力效应作用的

发挥。在第五阶段，进口引力效应的发挥受到中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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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摩擦限制。2018 年 11 月中国商务部启动对原

产自澳大利亚的进口大麦实施反倾销、反补贴调

查，为有效应对潜在的贸易风险，国内企业在正式

裁定落地之前，就开始调整进口结构，减少从澳大

利亚进口大麦。2020 年 5 月 18 日，中国商务部裁

定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大麦征收 73.6%的反倾

销税以及 6.9%的反补贴税，当年中国自澳大利亚的

大麦进口量较 2017 年相比减少了 77.35%。中国大

麦进口引力效应的作用由此未能得到完全显现。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运用 HP 滤波法求解长期趋势值，测度

了 1995—2020 年中国大麦进口贸易波动情况；借

助 CMS 模型和国内大麦供需变动情况，分析了引

起实际进口量与长期趋势值变化的成因，从中国大

麦贸易供需两个层面系统探究大麦进口贸易波动

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一是 1995—2020 年中国大麦进口贸易波动方

向发生了 4 次转换，由此划分出 5 个贸易阶段。且

波动方向转换的频率持续加快，波动幅度持续扩

大。中国大麦进口长期趋势值的快速增长及实际进

口量的上下起伏是引起贸易波动的重要缘由。二是

中国大麦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和国内大麦供给急剧

减少的这一矛盾，直接导致了中国大麦进口长期趋

势值的快速增长，这是引起实际进口量与长期趋势

值偏离的重要原因。三是从规模效应来看，世界大

麦出口规模的扩张难以有效填补中国大麦需求的

快速增长，反而由于出口规模的不稳定引发了贸易

波动。四是从结构效应来看，中国未能及时根据国

内外市场供需情况调整进口来源，未能充分利用新

兴大麦出口市场抑制贸易波动。五是始终高企的大

麦进口价格使中国具有较强进口引力，但是受相关

农产品政策以及中国大麦贸易政策变动的影响，进

口引力的作用效果未能与国内市场供需变化相匹

配，进而常引起贸易波动。 

基于以上结论可以看出，国内大麦生产成本居

高不下、国内供给严重不足、进口来源高度集中、

进口对外依存度较高等是引起贸易波动的重要缘

由。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四点政策建议：第一，

鼓励适当增加国内大麦种植面积，减少国内供需矛

盾引起的贸易波动。要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作为农产品重要供给力量的引领作用，提高小农户

参与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积极性，促进大麦产业实

现规模化、专业化生产，保障中国大麦供给安全。

第二，合理利用贸易政策等调控手段的导向作用，

在贸易政策制定和实施时将政策所引起的贸易波动

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防范和降低政策对进口造成

的负面效应，避免过度波动影响国内企业的稳定发

展。第三，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大麦贸易合

作，合理利用国际市场，充分发挥外循环对国内大

麦消费需求的支撑作用。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国

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贸易便利化，分散进口来

源风险，确保进口供给安全。第四，加强对国内大

麦供需变动的预测，适时调整贸易结构，降低大麦

进口贸易波动的风险，保障大麦供给充足稳定。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于 UN Comtrade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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